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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市2000-2018年“三生”
空间格局演变及其风险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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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疆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830054;2.新疆干旱区湖泊环境与资源实验室,新疆 乌鲁木齐830054)

摘 要:[目的]剖析生产—生活—生态(“三生”)空间转变对绿洲城市生态风险变化的影响,实现“三生”
空间的协调发展,为解决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转型中带来的国土开发秩序混乱及资源环境问题提供科学

依据。[方法]基于乌鲁木齐市2000,2010和2018年3期“三生”空间矢量数据,借助GIS空间分析、地统

计分析等方法,分析“三生”空间演变特征,并构建网格尺度下的生态风险指数,对该地区生态风险时空分

异特征进行定量评价。[结果]①研究期间,研究区生活生产空间面积增加明显,增长率高达169.78%,生
态生产空间面积平缓上升,生态空间和生产生态空间面积下降率达到4.27%和21.79%。“三生”空间综合

动态度为0.40%,均呈现重心南移趋势。②2000—2018年生态空间区域内以高、较高风险等级为主,比例达

92.15%,其他空间内风险等级相对较低;生活生产空间及生产生态空间区域内风险等级上升。③2010—

2018年,该区域的生态风险程度有所减缓,生态风险等级变化以下降为主,是风险等级上升面积的1.95
倍。④研究区生态风险对“三生”空间变化的响应弹性降低,表明影响生态风险的因素呈现多样化的特征。
[结论]①近20a来该区域生活生产空间面积明显扩张,增加了606.99km2,主要由其周边的生态空间以及

生产生态空间转入;②该区域生态安全状况后期趋于好转,但依旧属于中高风险地区,需要对生态系统极

不稳定的生态空间加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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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impactsofthetransformationofproductive-living-ecologicalspaceonthechange
ofecologicalrisksinoasiscitieswereanalyzedtorealizethecoordinateddevelopmentofproductive-living-
ecologicalspace,inordertoprovidescientificbasisforsolvingthedisorderoflanddevelopment,resource
andenvironmentproblemscausedbyrapideconomicdevelopmentandsocialtransformation.[Methods]
Basedonthevectordataofproductive-living-ecologicalspaceinUrumqiCityduring2000,2010and2018,as
wellasthemethodsofGISspatialanalysisandgroundstatisticsanalysis,theecologicalriskindexongrid
scalewasconstructedtoquantitativelyevaluatethespatial-temporaldifferentiationcharacteristicsofecological
riskinUrumqiCity.[Results]①Duringthestudyperiod,theareaoflivingandproductivespaceincreased
significantly,withagrowthrateof169.78%.Theareaofecologicalproductionspaceincreasedgently,and
theareaofecologicalandproductionecologicalspacedecreasedby4.27%and21.79%.Thecomprehensive
dynamicdegreeofproductive-living-ecologicalspacewas0.40%,andthecenterofgravityshiftedsouthward.



② Duringthepast20years,therisklevelsweremainlyhighandrelativehigherintheecologicalspacearea,

accountingfor92.15%,whiletherisklevelsinotherspaceswererelativelylow,andtherisklevelsinthe
livingandproductiveecologicalspaceareasincrased.③From2010to2018,thedegreeofecologicalriskin
theregionsloweddown,andthechangeofecologicalrisklevelsmainlydeclined,whichwas1.95timesofthe
increasearea.④ Theresponseelasticityoftheecologicalrisktothechangeofproductive-living-ecological
spaceinthestudyareadecreased,indicatingthatthefactorsaffectingecologicalriskshoweddiversified
characteristics.[Conclusion]① During2000—2018,theareaoflivingproductionspaceinthisregionhas
significantlyexpandedwithanincreaseof606.99km2,mainlyfromthesurroundingecologicalspaceand
productionecologicalspace.② Theecologicalsecuritysituationintheregiontendedtobeimproved,butit
stillbelongtothemiddleandhigh-riskareas,whichneedtostrengthenthemanagementoftheextremely
unstableecologicalspace.
Keywords:productive-living-ecologicalspace;ecologicalriskassessment;Landsatimage;spatialstatistical

analysis;UrumqiCity

  早在2005年,章仁彪[1]就把城市的基本功能明

确概括为生活、生产和生态3个功能。之后,国内众

多学者对“三生”空间的内涵和分类体系进行了阐

述[2-4],生产空间是用于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以承载

工业农业生产和服务功能为主;生活空间是以提供人

类居住、消费、休闲和娱乐等为主导功能的场所;生态

空间是为城市提供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的区域。随

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在研究视角方面不断丰富,包
括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视角[5]、冲突视角[6]、生态风险

视角[7]等。多采用如状态空间法[8]、GIS空间分析

法[9]、数据包络分析法[10]、景观生态指数法[7]、空间

功能定量测度模型[9]、构建指标体系[11]、协调指数模

型[12]等方法进行研究。纵观相关研究,现阶段中国

“三生”空间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
为此,本文将在研究“三生”空间格局变化的基础

上对其生态风险进行评估。生态风险是生态系统及

其组分在自然或人类活动的干扰下所承受的风险,指
一定区域内具有不确定性的事故或灾害对生态系统

的结构和功能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13-14],是评估区域

内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的重要指标。中国西北地区经

济较为落后、生态环境脆弱,尤其是中国西北部的干

旱地区,荒漠包围绿洲,高山环绕盆地,干旱区内陆的

生态系统单一,人与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敏感[15]。
因此,对于绿洲土地的生态风险研究是实现绿洲三生

空间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必要措施。
乌鲁木齐市作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政治、经济

和文化中心,属典型干旱区绿洲城市,在其城市化发

展进程中,“三生”空间格局发生了较大改变,处于相

对不稳定态势。基于“三生”空间动态演化格局探讨

城市生态风险,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城市生态风险研

究的案例,对城市后续的建设方向具有一定的启示意

义。因此,本文基于景观生态学角度的评价模式,以

格网为评价单元,对研究区生态风险等级的时空演变

特征及空间关联特征进行定量分析,为乌鲁木齐市土

地利用决策和生态系统优化提供科学参考。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乌鲁木齐市(86°37'33″—88°58'24″E,42°45'32″—

45°00'00″N)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山脉中段北

麓地区,北部主要为低山河谷及冲积平原地域,南部

为天山山区,海拔在412~5426m,起伏较为悬殊,兼
备山地城市和平原城市属性。由于深居内陆,远离海

洋,属于典型的温带半干旱大陆性气候,常年干燥少

雨,昼夜温差较大。乌鲁木齐市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首府,全市辖七区一县,总行政面积1.40×104km2。
它是中国扩大向西开放,开展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

要窗口,也是第二座亚欧大陆桥经济带和中国西部地

区重要的经济中心。

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利用2000年9月2日、2010年8月13日Landsat-
TM/ETM+遥感影像和2018年9月4日 Landsat-
8OLI遥感影像3期,借助ENVI5.1和ArcGIS10.5
软件平台,在完成波段合成、图像镶嵌、裁剪、几何纠

正、判读解译等处理工作后,依据国家标准《土地利用

现状分类(GB/T21010-2017)》,结合研究区实际土地

利用状况,最终得到乌鲁木齐市2000,2010和2018
年3期的土地利用现状图和基础空间数据库。混淆

矩阵验证解译精度均在92%以上,满足研究分类标

准精度。

2 研究方法

2.1 “三生”空间分类及其变化度量指标

对于“三生”空间的分类体系的研究,中国学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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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内在理念为基础,做出了很多研究。相关学者将中

国用地空间分为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3大

类,分类体系缺乏对用地复合功能的考虑。后来,张
红旗等[3]将中国用地变化类型分为4大类,充分考虑

用地复合功能,是现如今较为完善的“三生”空间分类

体系。本研究遵循实用性和继承性的原则,根据已有

研究成果和用地功能的属 性 确 定“三 生”空 间 类

型[16]。结合乌鲁木齐市的土地利用类型特征,充分

考虑用地的复合功能,构建出适宜研究区的“三生”空
间分类体系(表1)。

表1 乌鲁木齐市“三生”空间分类体系

“三生”空间类型 用 途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生活生产空间 用于居住生活和提供二、三产业生产的用地空间 建设用地 居民点、工矿用地、交通用地等

生产生态空间 以农业生产为主,并可提供生态功能的用地空间 耕 地 绿洲中正在使用的农田、轮歇地、弃耕地

生态生产空间
具备生态环境质量提高和农业生产发展作用, 水 域 河流、湖泊、水库

但生态效益高于生产效益 林 地 自然林带及人工林带

生态空间  
人类利用相对较少,对区域生态环境质量起到主要 草 地 天然草地、人工草地及改良草地

提升作用 未利用地 盐碱地、沙地、裸岩石砾地带等

  为了研究“三生”空间的变化强度,采用综合“三
生”空间变化动态度和单一“三生”空间类型变化动态

度进行分析 [17]。

  LC=
∑
n

i=1
ΔLUi=j

2∑
n

i=1
LUi

×
1
T×100%

(1)

  L=
Ub-Ua

Ua
×
1
T×100%

(2)

式中:LC为研究时段内区域综合“三生”空间动态度;

ΔLUi=j表示研究期内第i类“三生”空间类型面积转

为第j 类“三生”空间类型面积的绝对值;LUi 为研

究初期第i类“三生”空间类型的面积;T 为研究时

段;L 表示研究时段内单一“三生”空间类型的动态

度;Ua,Ub 分别表示研究初期和末期某一“三生”空
间类型的面积。

为了进一步了解“三生”空间在空间上的变化过

程,本文借助重心迁移模型[18],并通过其重心迁移的

方向和距离描述不同类型“三生”空间的总体变化趋

势和空间变化特征。

Xt=
∑
n

i=1
(Cti·Xti)

∑
n

i=1
Cti

, Yt=
∑
n

i=1
(Cti·Yti)

∑
n

i=1
Cti

(3)

式中:Xt,Yt 分别为第t年某类“三生”空间重心的

经、纬度坐标;n 为第t年该类“三生”空间的斑块数;

Cti为第t年该类“三生”空间第i个斑块的面积;Xti,
Yti分别为第t年该类“三生”空间第i个斑块的几何

中心经、纬度坐标。区域重心空间区位年际移动距离

的测度计算公式为[19]。

Ds-k=C×〔B(Ys-Yk)2+(Xs-Xk)2〕
1
2 (4)

式中:D 为两个年份间某类“三生”空间重心移动的距

离;s,k分别为两个不同年份;(Xs,Ys),(Xk,Yk)

分别为第s年和第k 年某类“三生”空间重心所在空

间的地理坐标(经度值,纬度值);C 为常数,取值

111.11,是把地理坐标(经纬度)换算成平面距离

(km)的系数。

2.2 “三生”空间生态风险评价

为了清楚“三生”空间中可能存在的生态风险,从
而优化研究区“三生”空间结构,本文基于网格采样法

(根据研究区范围,运用0.60km×0.60km的正方形

单元网格进行等间距采样,共划分风险小区39693
个),通过计算各样区内的“三生”空间面积比例来构建

生态风险指数,将“三生”空间结构转化为生态风险值,
构建起“三生”空间与生态风险之间的关系模型[20]。

     ERIi=∑
N

i=1

Aki

Ak
Ri (5)

     Ri=Si·Vi (6)
式中:ERIi 为风险小区i的景观生态风险指数,该值

越大表示生态风险程度越高,反之,生态风险程度越

高;Aki为第k个风险小区中景观类型i的面积;Ak

为第k个风险小区的面积;Ri为第i类景观的景观损

失度指数[20-22],表示各类型景观遭遇干扰时所受到生

态损失的差别,即其自然属性损失的程度;Si 为景观

干扰度指数[22];Vi 为景观脆弱度指数[22]。

2.3 生态风险对“三生”空间变化的响应度

为了揭示生态风险对“三生”空间变化的敏感程

度,本文借鉴微观经济学中的弹性理论,引入弹性系

数分析乌鲁木齐市生态风险对“三生”空间变化的响

应弹性特征[23]。

ERC=
(ERIb-ERIa)/ERIa

LC
(7)

式中:ERC表示研究时段内生态风险对“三生”空间

类型变化的响应弹性系数;ERIb,ERIa 分别表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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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末期和初期生态风险指数;LC为研究时段内综合

“三生”空间动态度。

3 结果与分析

3.1 “三生”空间时空格局变化

2000—2018年,乌鲁木齐市“三生”空间格局变

化十分明显(图1),随着研究区城市化进程加快,

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生活生产空间明显扩张,近20a
间面 积 增 长 了 606.99km2(图 2),增 长 率 达 到

169.78%;生态生产空间面积增加了121.61km2,
上升趋势较为平缓;与之相对应,生态空间和生产生

态空间呈逐年减少态势,2000—2018年,分别减少了

503.52km2,225.09km2,下降率分别达到4.27%和

21.79%。

图1 研究区“三生”空间格局分布

图2 研究区“三生”空间结构变化

研究区近20a来,生活生产空间的增长速率最

快,动态度最高(表2),为9.43%,生活生产空间的增

长主要依托原有斑块向其周边生态空间中的草地以

及生产生态空间进行一定范围的扩张(表3),侵占面

积分别为366.33和255.90km2,主要发生在中心城

区的周边区域;生态生产空间的动态度较低,变化速

度相对较为平缓。2000—2018年,生态空间作为研

究区的主要空间类型,面积减少的最多,但其动态度

仅有-0.24%,与其面积较大有关。其包含的2种用

地类型存在相互转移状况;此外,生态空间向其他空

间类型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转移,主要表现为生态空间

中的草地向生活生产空间以及生态生产空间中的林

地面积转移了366.33和219.56km2。生产生态空间

面积减少的最快,动态度达到-1.21%,这一现象在

中心城区北部表现较为明显。值得注意的是生产生

态空间面积远低于生态空间,动态度却是生态空间的

5倍,其面积的减少主要表现为耕地的减少,所造成

的直接后果就是粮食的减产,这也为该地区的粮食与

耕地问题敲响了警钟,需要引起重视。研究区近20a
“三生”空间综合动态度达到0.40%,后期用地变化的

速率相比于前期速率减慢,表明乌鲁木齐市 “三生”
空间演变速度呈放缓趋势。

     表2 研究区不同时期“三生”空间

用地类型动态度

“三生”类型
用地类型动态度/%

2000—2018年 2000—2010年 2010—2018年

生活空间  9.43 8.33 10.81
生态生产空间 0.90 1.10 0.59
生产生态空间 -1.21 -0.65 -1.91
生态空间  -0.24 -0.27 -0.21
综合动态度 0.40 0.62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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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心迁移结果表明,近20a,研究区生态空间重心

向南迁移了0.0097°,向西迁移了0.0029°,整体向西南

迁移了1.10km。此外,其他“三生”空间类型均呈现向

东南迁移趋势,其中,由于绿洲城市扩张,生活生产空

间重心向南迁移了0.0133°,向东迁移了0.0012°,整
体向东南迁移了1.47km。2000—2010年,生态生产

空间重心向北迁移了0.0013°,向西迁移了0.0030°;

2010—2018年,生态生产空间重心向南迁移了0.0108°,
向东迁移了0.0088°,整体向东南迁移了1.17km。
生产生态空间重心向南迁移了0.0334°,向东迁移了

0.0679°,整体向东南迁移了6.63km。生产生态空间

相较于其他空间迁移距离最为明显(图3)。

图3 研究区“三生”空间重心迁移变化

表3 研究区主要“三生”空间用地类型面积转移矩阵

“三生”空间转换类型 土地利用转换类型 面积/km2

生活生产空间→生产生态空间 建设用地→耕地 8.89
生活生产空间→生态空间 建设用地→草地 12.39
   小 计 27.75
生产生态空间→生活生产空间 耕地→建设用地 255.90
生产生态空间→生态空间 耕地→草地 144.00
   小 计 399.90

生态生产空间→生态空间
林地→草地 141.47
水域→草地 41.61

   小 计 183.08
生态空间→生活生产空间 草地→建设用地 366.33
生态空间→生产生态空间 草地→耕地 184.84
生态空间→生态生产空间 草地→林地 219.56

草地→水域 62.06
生态空间→生态空间 草地→未利用地 215.42

未利用地→草地 309.27
   小 计 1357.48

3.2 “三生”空间生态风险评价

3.2.1 生态风险时空变化 利用公式(5)计算各年份

各样区的生态风险值,可以得到2000—2018年研究

区36963个风险小区的生态风险平均值,分别为

0.8409,0.8524和0.8493,风险水平呈先增后减趋

势,表明自2010年后该区域的生态安全状况趋于好

转。为了进一步研究该区域生态风险的空间异质性

特征,借助地统计学中的半方差函数进行区域生态风

险的空间分析(表4)。结果表明,2000,2010和2018
年C0/(C0+C)分别为37.37%,41.14%和42.42%,
呈持续上升的趋势,说明在600m以下的小尺度上,
风险指数的随机变异性较大。目前,人类活动对生态

环境影响程度日益增加,意味着生态风险指数在小尺

度上的随机变异程度也在不断加大。
为了更好地呈现生态风险的空间分布特征,选取

指数模型和相关参数设置,对2000,2010和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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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态风险指数进行克里金插值。采用自然断点法

将生态风险值划分为5级[24-25],即低风险区(ERI≤
0.45)、较低风险区(0.45<ERI≤0.60)、中等风险区

(0.60<ERI≤0.75)、中高风险区(0.75<ERI≤0.95)
和高风险区(ERI>0.95)(图4)。并对研究区不同

“三生”空间类型的生态风险指数的分级所占的面积

进行了统计(图5)。结果表明,研究期间,生态空间

生态脆弱度较高、生态环境脆弱,存在较大的生态风

险,该空间类型内始终以高、较高风险等级为主,占比

达92.15%。其中,高风险区面积呈逐年递减趋势,近

20a减少了410.08km2,主要发生在中心城区生活生

产空间 周 边。2000—2010年,较 高 风 险 区 减 少 了

66.73km2,主要发生在南部山区;到2018年,这一类

型区域面积增加了161.24km2,明显分布在中心城区

西南部的生产生态空间附近。其他空间内风险等级

相对较低,生态生产空间始终以低和较低风险等级为

主。2000—2018年,随着生活生产空间的扩张,其空

间范围由低风险等级升级为中风险等级,生态风险等

级加剧,且随着时间推移,中风险区面积持续增加了

589.78km2。受 生 活 生 产 空 间 扩 张 影 响,2000—

2010年生产生态空间风险等级升级,空间内以较低

风险区为主,中、较高、高风险区面积均有不同程度增

加;2010—2018年,空间内生态风险等级下降,北部

区域的低风险区增加。

表4 生态风险变异函数的拟合模型参数

年份 拟合模型 块金值(C0) 基台值(C0+C) 变程(A0) 块金系数(C0/C0+C) 决定系数(R2) 残差(RSS)/10-6

2000 指数 0.0108 0.0289 24.9000 0.3734 0.9810 5.3890
2010 指数 0.0112 0.0271 30.4000 0.4114 0.9670 2.9530
2018 指数 0.0115 0.0270 34.1000 0.4242 0.9890 2.5740

图4 研究区生态风险空间分布

图5 研究区“三生”空间的生态风险面积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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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风险等级之间转化的结果表明,2000—2018
年,研究区生态风险大体呈明显上升趋势(图6),风
险等级上升的区域面积为1852.93km2,风险等级下

降的面积为1711.45km2,生态风险等级发生变化的

区域面积约占总面积的25.57%。在2000—2010年,
生态风险等级上升的面积为1972.81km2,主要是生

活生产空间以及生产生态空间内低、较高风险等级上

升;在2010—2018年,达到399.18km2,较明显的是

生活空间北部较低风险的上升;前一时段是后一时段

的4.94倍。生态风险等级下降的面积在前一阶段为

1376.83km2,主要是高风险等级的下降,而后一时

段风险等级下降的面积为779.14km2。2010—2018
年,生态风险等级下降的面积是风险等级上升面积的

1.95倍,说明该区域的生态风险程度有所减缓。

图6 研究区各生态风险等级变化分布

3.2.2 生态风险空间聚集分析 对近20a“三生”空
间生态风险值的Moran’sI值进行全局空间自相关检

验,2000,2010,2018年 Moran’sI 值分别为0.7310,

0.7089和0.6988。各期 Moran’sI 状态统计值均在

267.97以上,远大于0.001置信水平下的3.2905临

界值,且显著性检验p 值均为0.001,明显小于显著性

水平0.05。说明研究区景观生态风险的空间分布不

是随机模式,而是呈集聚分布模式,具有明显的空间

正相关性。即风险值高的区域,周边区域的风险值也

高;风险值低的区域,周边区域的风险值也低。基于

LISA指数,研究区“三生”空间生态风险的“热点”“冷
点”分布十分突出(图7)。2000—2018年,LISA的低

值聚集区主要集中分布在生活生产空间、生产生态空

间以及生态生产空间。随着研究区经济快速发展,中
心城区不断扩张,低值聚集区范围不断扩大;南部山

区的低值聚集区具有较明显的空间变化。高值聚集

区主要位于草地生态空间,逐渐由中心城区边缘地区

向其周边地区收缩,南部山区的高值聚集区呈逐年减

少趋势。整体来看,近20a研究区生态风险的局部

集聚特征变化并不明显。

3.3 生态风险对“三生”空间变化的响应弹性分析

2000—2018年,乌鲁木齐市生态风险对“三生”
空间变化的响应弹性呈现出空间分异特征(图8)。
其中新市区和头屯河区的弹性系数始终为正,是正响

应,即研究区内 “三生”空间变化会引起生态风险的

增加,且弹性较大,说明较小的“三生”空间变化则会

造成生态风险的明显增加,生态环境脆弱。沙依巴克

区弹性系数两个时期皆为负,是负响应,即“三生”空
间变化有利于生态风险的降低;后期弹性指数减少,
“三生”空间变化对生态风险的影响减弱。其他区域

生态风险对“三生”空间变化的响应前期为正响应,后
期为负响应。天山区的“三生”空间变化对生态风险

的影响始终很强,是生态风险变化的主要驱动力;与
之相反,达坂城区、乌鲁木齐县和米东区的“三生”空
间变化对 生 态 风 险 的 影 响 始 终 很 弱。整 体 来 看,

2000—2018年,乌鲁木齐市弹性指数呈现下降趋势,
虽然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建设生活用地扩张会造

成乌鲁木齐市生态风险提高,但生态风险对“三生”空
间变化的响应弹性降低,这表明影响生态风险的因素

呈现多样化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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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研究区“三生”空间生态风险LISA聚集图

图8 生态风险对“三生”空间变化的响应

4 讨 论

在国土空间格局演变方面,以乌鲁木齐市为研究

对象的相关成果多认为生活空间是变化最剧烈的空

间类型,生产生态空间与生活空间存在比较严峻的矛

盾关系,难以实现同步协调发展[26-27],这与本文的结

果相吻合。总的来说,是因为近年来乌鲁木齐市始终

以服务型经济为重点发展产业,大量的产业集中区聚

集在中心城区周边,对生活生产空间的需求增多,就
会通过掠夺生产生态空间以及生态空间等空间类型

来满足发展需要,从而使得生活空间明显扩张。但自

《乌鲁木齐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年)》所引导

构建的城市用地“南控、北扩、先两延、后东进”的空间

布局实施以来,生活生产空间扩张受到限制。需要注

意的是耕地的大量减少必会影响到粮食的产量,这是

现代经济增长情况下难以避免的趋势,政府要把控好

经济发展与耕地保护的平衡点,保证耕地面积的底

线。2000—2010年,由于米东区“500水库”的修建,
生态生产空间重心向西北方向迁移。同时,随着乌鲁

木齐县休闲旅游场所的开发,致使南部空间类型更替

较为剧烈 “三生”空间重心则整体向南迁移。由此可

见,人类对土地资源的改造是空间类型更替变化的主

要诱因。
干旱区绿洲城市限制人类生产活动的生态空间,

由于其内部的空间类型较为单一,本身的生态脆弱度

指数很高,作为主要输出空间类型,它的景观损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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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是最大的,因此生态空间的风险值也较高,这与

张月[28]、潘竟虎[29]等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得益于

《乌鲁木齐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调
整完善方案》中加强对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的保护、
优化建设用地结构和布局、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等政

策的提出,2010—2018年,研究区生态风险区等级明

显下降,生态风险程度有所放缓。并且生态风险对

“三生”空间变化的响应程度也在减弱,影响生态风险

的因素不再只是“三生”空间的类型变化,逐渐呈现多

样化的特征。而随着生态风险影响因素的复杂化,在
生态风险指数的构建上,就需要从多方面进行综合考

虑,在后续的研究中将进一步完善和补充。

5 结 论

(1)2000—2018年,伴随着区域内人类活动的加

强,乌鲁木齐市生活生产空间明显增加,增长率达到

169.78%,生态生产空间面积平缓上升,生态空间和生

产生态空间下降明显,下降率达到4.27%和21.79%;
生活生产空间的增速一直处于最大状态,增长主要来

自对生态空间中的草地以及生产生态空间的侵占。
研究区近20a间的综合动态度达到0.40%。“三生”
空间四种类型均呈现重心向南迁移趋势,而生产生态

空间相较于其他空间迁移最为明显。
(2)2000,2010和2018年乌鲁木齐市的生态风

险均值分别为0.8409,0.8524和0.8493,呈先增后

减趋势。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与半方差分析可知,生
态风险集聚程度减弱,近20a间,生态空间内以高、
较高风险等级为主,占比达92.15%;其他空间内风险

等级相对较低,风险等级变化较明显的是生活生产空

间和生产生态空间,区域内风险等级上升。
(3)研究期间,研究区生态风险大体呈明显上升

趋势,生态风险等级上升的面积略高于生态风险等级

下降的面积。但2010—2018年以生态风险等级下降

为主,是生态风险等级上升面积的1.95倍,说明该区

域的生态风险程度有所减缓。
(4)乌鲁木齐市生态风险对“三生”空间变化的

响应具有时空分异特征。2000—2018年,研究区弹

性指数呈现下降趋势,生态风险对“三生”空间变化的

响应弹性降低,这表明影响生态风险的因素呈现多样

化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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